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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一起放足人員遭虐殺的事件為起點，討論民國軍閥馮玉祥掌控河

南省政期間（1927–1929）發動的放足運動及其意涵。本文以官方編纂的刊物
《放足叢刊》、馮玉祥的日記與回憶錄、地方志等史料為主，輔以相關文獻，對

馮玉祥政權特設的河南省政府一級機關「放足處」所施行的各種行政手段以及

當時的社會條件，進行歷史社會學式的考察，並指出，當纏足文化成為官署查

辦取締的對象時，在軍閥政權根基仍不穩固的情況下，其纏足治理非但成效不

彰，而且還將守舊身體、傳統性別秩序、封建政體和軍事對手打造為共同敵

人，並引發出非預期的反挫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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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樊匪鍾秀，勾引奉逆，搗亂北伐後防，陷新鄭、洛陽、豫西、豫

南全部，屠殺國民黨員及放足人員甚眾；逮捕剪髮天足婦女，先

裸體割乳遊行，繼槍殺。放足工作，摧殘殆盡矣！（河南省政府

放足處，1928a，《放足叢刊》，頁 16）

1928年 7月，成立九個月的河南省放足處出版了一份名為《放足叢刊》

的刊物，宣傳科長王雲程在刊首寫了一篇短文〈本處小史〉，略述該處組織

沿革與放足行政內容；文章結束前，作者寫下了樊鍾秀部隊對放足工作「摧

殘殆盡」的作為，憤恨躍然紙上，即今讀之，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有不

甘，既為犧牲性命的同僚悲憤，也更加清楚自己投身的，不只是放足那麼單

純，而是要背負著自己的生命，向四面八方的「反動勢力」挑戰。放足職員

從事的是一種承擔生命風險的志業，這必須放在革命運動的框架裡才能理

解。然而，為何「放足人員」會有生命風險？其中的歷史因素為何？我們要

如何理解這一強大的反挫力量呢？如果樊鍾秀部隊是基於殲滅敵人，擴張地

盤的目的，他們為什麼要使用「裸體割乳遊行」這種手段來對付已經被俘虜

的倒楣女人？它們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反纏足╱放足研究中，甚少將「反放足」事件納入分析，何況是對放足

人員攻擊的記述。1為了理解民間的抵抗，我們有必要把政治的、社會的、

戰爭的因素放進適切的脈絡，畢竟，「纏足的解放」，以及「放足的復纏」，

都是在社會肌理產生：「國家」以強制力干預纏足習尚的存續，纏足者也用

他們的方法來回應。放足人員的「績效」之一，來自迫令纏足婦當街解放她

們的小腳，這是那個時代裡最具文化╱情慾╱私密性的女體部位，對於不遵

從命令者，則將本人或家長戴上刑具、遊街示眾。因此，天足者被割去雙乳

1  關於纏足╱反纏足歷史的研究概況，請參見苗延威（2013: 132–136）；有關清末反纏足風潮
的討論，筆者也曾有若干論著（苗延威，2007；2011）。在篇幅的考慮下，本文並未多談這
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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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街示眾，我們看到的也許是一個血淋淋的「以牙還牙」社會反挫現象。為

了對馮玉祥軍閥政權 2治豫期間的放足運動及其所鑲嵌的社會環境達到充分

的理解，我們必須考察幾件事情：一、不同於清末民初各地的反纏足團體，

放足處是中國放足運動裡，由官方主理，規格與層級均為最高的「放足衙

門」，其組織特色與行政手段為何？二、當「解放」私密的女性身體，成為官

署積極「查辦」的業務時，將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反應？三、馮接任河南省

主席時，政權根基仍不穩固，軍事、治安、財政、民生、農村重建、災民安

置等等問題，似乎都比改革舊式身體文化更加迫切，但放足處還是成立了，

我們應當如何將之安置在軍閥政權與身體政治的關連性當中呢？

本文以河南省政府放足處編纂的《放足叢刊》（河南省政府放足處，

1928a；以下簡稱《叢刊》）3、馮玉祥日記和回憶錄、河南方志等史料為主，輔

以相關文獻論著，對河南放足運動進行歷史社會學式的討論。由於馮玉祥掌

豫只有兩、三年光景，其放足運動相對較不受注意，過往的討論也較薄弱，

因此，本文首先根據上述史料爬梳河南放足處的組織、施政方針和各種行

動，以為反纏足研究領域補上一片拼圖 4。其次，本文試圖將放足運動鑲嵌

2  馮玉祥對於時人稱他為軍閥一事頗不以為然，在他看來，軍閥「一是封建主義的，二是與帝
國主義勾結的，三是壓迫剝削人民大眾的」，「不能說凡是帶過兵的、打過仗的軍人都叫軍

閥」（王倬如，1988: 3）。然而這卻與一般認定有所不同，撰寫馮玉祥傳記的薛立登（James 
Sheridan）就指出，「『軍閥』通常是指憑藉其武裝力量稱霸一方的人。他能利用不受外力控
制的軍事組織，在一定區內行使有效的統治」（Sheridan, 1966: 1; 1988: 1），亦即，軍閥的構
成要件是軍隊的私人化和一定範圍的控制區域（「地盤」），就此而言，稱馮玉祥為軍閥應無

疑問，而他所控制的政治組織與武力系統，則為軍閥政權。

3   《放足叢刊》由河南省放足處於 1928年編輯印行，現行影印本有二，本文徵引的是收入「中
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𥐥的版本（河南省政府放足處，1928a），由北京線裝書局於 2008
年出版。但此本版有若干缺頁，因此也參照了另一版本，即《民國珍稀短刊斷刊．河南卷

三》所收入之《放足叢刊》（河南省政府放足處，1928b），北京新華書店發行，2006年出
版。有關《放足叢刊》的編纂結構，以及放足處的組織、人事、業務工作等資料，亦可參

見柳賀（2016）、程雅潔（2016）和趙天鷺（2017）。
4  馮玉祥兩次主政河南，時間都不長。1922年首次督豫只有五個月，他曾發佈十條豫政綱領，
「厲行剪髮放足」亦在其中，然而除了綱領式的宣示之外，我們對於實際執行狀況並不清楚。

馮玉祥在日記和自傳裡都沒有說明此事，傳記作者薛立登（Sheridan, 1966: 116; 1988: 151）
則只說「纏足在河南民眾中非常普遍，馮嚴令禁止」。當代研究者如趙天鷺（2017: 55）說
這條綱領「未及施行」，柳賀（2016: 11）亦說「沒來得及實施，便被擱淺」。此外，就任河



22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在馮玉祥政權面對的河南這塊「四戰之地」與「土匪王國」之中，以理解前

引樊鍾秀虐殺事件的意涵。最後，本文將從「敵體化社會」的角度來討論革

命民權思維下的放足運動。我們將可發現，隨著近代中國反封建軍事行動以

雷霆之勢開展，纏足亦無奈地捲入革命漩渦，被打造為新政體的敵對身體。

貳、放足處：敵體化的解放

河南放足處成立於 1927年 9月，首任處長為薛篤弼（1890–1973），馮玉

祥（1947: 343）在回憶錄裡說他「為人謹慎負責，有頭腦，識大體」，是「真

能腳踏實地的做些有益地方的事」的人。1927年 6月，馮玉祥就任河南省主

席，任命薛為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和放足處長。1928年 2月，薛調任南京

國民政府任內政部長，是馮玉祥安排在中央政府裡的重要僚屬。薛篤弼就任

內政部長期間，仍兼河南省民政廳長。河南放足處的主要法令依據如〈河南

省政府取締婦女纏足辦法〉均在薛任處長期間完成，並與 1928年 5月國民

政府頒定的〈內政部禁止婦女纏足條例〉諸多條文頗有雷同之處。例如河南

的〈辦法〉第一條為「取締纏足以三個月為勸導期、三個月為解放期、三個

月為檢查期」，而內政部的〈條例〉第三條則為「解放婦女纏足，分期辦理，

以三個月為勸導期、三個月為解放期」；河南〈辦法〉規定「凡十五歲以下

之幼女如已纏足，須即解放，未纏足者不得再纏」、「十六歲以上、三十歲以

下之纏足婦女於勸導期滿限三個月不得再纏」、「三十一歲以上之纏足婦女，

勸令解放，不加限期」，內政部〈條例〉在第四、五、六條亦以這三個年齡

層做為解放期限的標準；罰則部分，在罰金、逾期累加、罰其家長等方面都

有相似條文。河南省政府還訂定了〈河南省政府放足處組織大綱〉（1927年

10月 7日公布），明訂「放足處直隸於河南省政府，辦理婦女放足事宜」，而

  南督軍之前，馮玉祥曾在 1921年短暫擔任陝西督軍（1921年 8月—1922年 4月），期間也
「強迫婦女放足，不許 20歲以下的女青少年裹腳」（Sheridan, 1966: 105; 1988: 139），但仍
缺乏具體資料。事實上，馮玉祥開始以軍政手段實施放足政策的開端，應為擔任湘西鎮守

使（1918–1920）期間，這時他與部屬已在地方上推動放足，可見於馮玉祥自傳《我的生
活》（馮玉祥，1947: 343–379）。



軍閥政權與身體政治：馮玉祥主政時期的河南省放足運動及其反挫（1927–29） 229

內政部〈條例〉則明定放足業務機關為各省區的民政廳。

因此，河南放足處不僅是中國各省罕見以放足為目標的特設機關，歷史

學者楊興梅（2012: 248）更認為，「內政部後來統一向全國推行的放足措施

實際是原本在河南實施的方法」。不過，早在馮玉祥掌握豫政之前，至少在

閻錫山治下的山西省在 1916年 12月，以及武漢國民政府轄下的湖北省政府

在 1927年 3月，都曾頒行取締纏足的規章，條文與河南省的〈辦法〉也有

相似之處，或許應當說，河南省擬定的章程，已取法了先行省分的經驗。5

此外，馮玉祥本人在 1918年擔任湘西鎮守使，管轄湖南臨澧、常德、桃源

三縣時，即已將放足當做他的施政重點之一，後來成為陝西放足處長的鄧長

耀以及河南放足處長的薛篤弼，當年分別擔任臨澧和常德知縣，協助推動修

堤、築路、清潔等地方建設，以及禁娼、禁毒、放足等社會改革（馮玉祥，

1947: 343–379），兩人都是馮玉祥戎馬生涯中極為倚重的行政幕僚。

放足處成立之初，原設總務、編輯和宣傳三科，同年底將後二者整併，

重組為第一科（總務）和第二科（文宣），下設辦事員若干名。根據 1928年

6月的資料，當時的放足處職員共有 30人，其中 5人為女性。以職務分，

包括處長、副處各 1名、特務員 1名，會計庶務股主任 1名；第一科科長、

文書股主任各 1名，科員 2名；第二科科長、調查股主任、繪畫股主任、編

纂股主任各 1名，科員 8名；辦事員 9名，書記 4名，學習書記 1名。這些

職員普遍年輕，大多為二、三十來歲的青年，處長王開化 34歲，主導宣傳

事務的第二科科長王雲程 25歲，女性職員更為年輕（17–23歲）。女性職員

中，三人隸屬第二科，另兩人為不分科別的辦事員（《叢刊》：17–20）。放足

處第一科主掌各項行政庶務，第二科的業務範圍則是放足運動的重點工作，

包括擬定勸導放足文宣、標語及口號、繪製放足畫報刊物、舉行講演及挨戶

5  閻錫山自 1917年起即開始發展他的「六政三事」政策（「六政」：水利、種樹、蠶桑、禁煙、
斷辮、天足；「三事」：種棉、造林、牲畜），以放足運動而言，他比馮玉祥早了好幾年，馮

的放足運動很可能也受到閻的影響。閻錫山主政山西的時期頗長，留下的官方記錄和檔案

也較為豐富，算是民國時期各軍閥政權的放足運動中，較常被當代研究者討論的一個部分，

如高彥頤（2007）以及再早一點的林秋敏（1995）。閻、馮同為熱心放足運動的軍閥，他們
面對的政軍情勢、治理模式、以及社會控制手段，互有異同，然因篇幅所限，本文並未處

理此一課題，暫且留待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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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導事宜、辦理調查及統計、管理宣傳品等等（《叢刊》：35）。

根據放足處的工作計劃大綱（《叢刊》：40–41），放足工作分為普通工作

和特殊工作，前者乃一般行政指導，包括指揮各縣成立放足分處、頒布相關

章則、指示進行方法、編輯各類刊物、派員到各縣視察、統計各縣調查結

果、考核各縣績效等等；後者則依宣傳、解放、罰辦等三期進行，其工作內

容最可看出放足處的行動策略和意圖。「宣傳期」先是透過省政府，通飭所

屬公務員及眷屬率先放足，且由教育廳通令全省學生佩帶不娶纏足女子或支

持放足運動的臂章；然後明訂 11月 25日各縣舉行放足運動大會，以該日作

為勸導期開始之日，接著在省會及主要城市舉行放足遊藝大會，於車站及車

廂張貼圖畫標語；同時取締讚美小腳的通俗文學作品，禁止商店販售纏足相

關物品（《叢刊》：40）。革命政權相信「喚醒民眾」是普及革命意識的重要

手段，特別依賴種種宣傳作為，對於接近大眾、深入人心的通俗文化，著力

尤甚。根據放足處的統計，從 1927年 10月至 1928年 6月，他們總共寄發

了各式文宣品高達二、三十萬份（《叢刊》：201），其中各式標語就印發了

63,720份，標語內容更多達 40種，包括對纏足文化的撻伐，如「纏足是最

野蠻的事」、「纏足是亡國滅種的惡因」、「纏足是最下流的惡習」等；強調「革

命精神」者如「革命同志要先革去纏足的惡習慣」、「革命青年決不與纏足女

子結婚」；社會排除者如「禁止纏足女子出嫁」、「禁止三十歲以下的纏足婦

女在街上行走」、「禁止青年與纏足女子結婚」、「禁止三十歲以下纏足婦女在

各工廠鋪店作工」等等（《叢刊》：201–211）。這些口號與標語貼遍車站、城

門、公共場所等處所，鋪天蓋地而來，將反纏足、女子參政、革命等概念包

裹為一套革命民權論述：纏足者不但是礙眼的存在，他們的纏足還意味著反

革命，既是封建墮落的表徵，也是拖累國家進步的包袱，這樣的人不但無權

參與政治，甚至也無權結婚、上街、工作。強調纏足污名與社會排除的宣

傳，在「解放期」於是成為政策行動的主要項目。

當放足成為一項行政業務時，搞清楚有多少人是業務對象，就成了重要

工作項目。從 1927年 10月 30日起，放足處派員挨家挨戶調查開封城內纏

足人口，每週都調查了數千戶人家（《叢刊》：121）。1928年 6月的報告，

就開封城纏足、天足、放足人口做了一份整理。這是國民政府開始戶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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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罕見的纏足人口統計數字（見表 1），然而纏足是一種身體過程，放

足卻只是解除裹腳布的舉動，被放足者總是可能在調查員離開後繼續纏裹。

這份統計尤其特別的是，「逾期不放」及「放而復纏」也在計算之列，具體

而微地把民眾的抗拒數字化，表示至少有兩、三千人寧願受罰也不願為家中

女子放足。

表 1：開封市婦女統計表

調查時期 解放時期 罰辦時期

天足

婦女

纏足

婦女
合計

15歲以下
放足婦女

30歲以下
放足婦女

合計
逾期

不放

放而

復纏
合計

15945 40330 56275 13247 25170 38417 1465 1203 2668

整理自《叢刊》：203；其中，調查時期凡纏足婦女自行解放者，均列入天足數目欄內。

「解放期」的工作內容又區分為限制纏足和鼓勵放足兩方面。前者是由

政府針對纏足女子所發動的社會排除，也就是從文字和語言上的譏諷撻伐，

進展到生活和權利上的行政剝奪，包括禁止媒人與纏足女子說親、限制十五

歲以下的纏足女子進入公共場所、限令各工廠停聘十五歲以下之纏足女子工

作。後者則對「放足╱天足婦女」提供榮譽獎賞做為誘因，包括開放公共場

所歡迎放足婦女參觀、舉行娛樂會招待放足婦女、特備天足或放足婦女結婚

禮堂等等（《叢刊》：40–41）。

在文宣活動和行政獎懲之外，放足處還組織了兩次大規模的「放足糾察

隊」，雖說依〈河南省政府取締婦女纏足辦法〉，「罰辦期」要到 1928年 4月

才開始，放足處卻早已訂定 1927年 11月 30日為解放期限，逾期未放者即

予嚴懲，並在開封城內沿街巡查，搜查「抗拒放足」的嫌犯。第一次糾察隊

由放足處等官員三十餘人組成，從省政府出發，遇有十五歲以下幼女纏足，

即當場解除其裹腳布，若遇不從，先溫言勸解，再不從則加以威嚇，使之屈

服；起初仍把裹腳布還給當事人，後來就完全沒收；剛開始皆由女職員動手

解除對方裹腳布，後來覺得進行太慢，「男同志乃一同動手」，然後「各人所

收檢之腳布，即由各人親自攜之，風吹飄飄，自成一種景象，一般民眾異常

哄動」（《叢刊》：147）。第二次糾察隊變本加厲，除官員外，遊行組成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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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已被收押的反抗放足家長人犯，構成以羞辱為主軸的遊街示眾場面：

放足糾察隊紅色旗幟兩面在前引導，軍樂隊隨之，逾期不為女孩

放足家長馮少儀、蘇氏、王劉氏等三人，頭戴紙冠，上書「請看

頑固家長」，額上署姓名，兩臂繞以裹腳布，兩側荷「過期不給

女兒放足的家長遊街示眾」牌子各一面，圍以警兵八名。（《叢

刊》：147–148）

這些「頑固家長」很可能跟「郭生妮案」與「樊桂林案」中的家長類似，

是因調查員入戶調查時，阻止調查員動手解開其女兒裹腳布，而被警察從家

裡帶走。放足處調查員本來只負責調查纏足人口，但後來放足處嫌「勸導期

太長，收效遲緩」，便賦予調查員更大權限，讓他們挨家挨戶宣傳調查時，可

以動手除去纏足幼女的裹腳布。郭生妮不准調查員動手解除九歲女兒的裹腳

布，結果被管押一日、遊街示眾；樊桂林則是「女孩一日不放足，警廳即管

押一日」（《叢刊》：149）。處罰「頑固家長」遊街示眾後來成為尋常舉動，

對放足處來說，「羞辱」顯然是個有效的辦法；因此在一次會議裡，宣傳科

長王雲程即提案，該處「應於檢查之餘，時時採用遊街方式，以便鼓勵放足

空氣，藉廣宣傳面以收實效」，並照案通過（《叢刊》：107）。結果，在所謂

的「勸導期」，開封城大街小巷，都成為搜捕抗拒放足者的獵場，刑具亦從

紙帽直接轉化為帶枷遊街（《叢刊》：154）。放足處的遊街示眾手段，經由特

派員視察而在地方複製，例如汲縣，放足專員到縣視察後，即協同縣政府官

員和警察，檢查縣城內外，「查出兩家長反抗放足，即令其戴紙帽遊行」；在

新鄉，三位反抗放足的家長遭逮捕，「頭戴紙高大帽，令警士四人各持紙牌

一面，上書『請看頑固家長』、『大家莫要學他』等字樣，列隊遊行」；在商

水，懲罰纏足女子家長「繫以褻衣，戴以高帽，身負牌示，鳴鑼遊街，並以

婦女纏足之腳布緊綁其兩足，以致彳亍不能行動，涕泣求饒」（《叢刊》：

165–170）。於是，在馮玉祥政權所及之處，「頑固家長」遊街示眾的場景，

乃成纏足家戶的恐怖印象。

早在馮玉祥署理湘西鎮守使（1918–1920）時，日後擔任陝西放足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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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鄧長耀，即受馮委任臨澧縣知事。馮玉祥在回憶錄裡，尤其津津樂道鄧長

耀勸放足的水磨功夫：「（鄧）看見那家有女孩纏著小腳，他就坐在那家門口

不走，見了那女孩的父母，千言萬語的談說纏足的害處，一定要把人家說的

服了心，把他女孩解了纏布，他才罷休」（馮玉祥，1947: 340）。後來有位新

安縣縣長到任時，正值馮玉祥厲行放足政策，縣長便親自出外檢查，在街上

遇到小腳新娘，即迫令對方當街放足，犯了眾怒，不但被人痛打了一頓，還

被撤職查辦以平民憤。這位挨揍又受到處分的縣長跑去向馮玉祥訴冤，說他

是依照馮的旨意辦事，不應遭此待遇。不料馮不但不挺護他，還說像他這般

魯莽，撤職不夠，根本應該監禁，然後馮就舉了鄧長耀的臨澧事蹟，說道鄧

雖是挨家挨戶勸人放足，卻辦得「合情合理」，因為一來，鄧在縣長任內日

久，與百姓已建立相當關係；再者，鄧勸人放足，先把人家父母請出來，說

服父母之後，再令他們自行解除女兒纏足；第三，鄧在檢查時，也只是好言

相勸，決不直接和少女少婦交涉，而且鄧的年紀高出女孩甚多，勸放纏足也

較不引人側目。依馮的回憶，他把鄧長耀的例子當做典範，詳細告訴挨揍縣

長，「為他把天理、人情、國法三者，反覆詳論，使他明白自己辦法的不當，

他才恍然大悟了」（馮玉祥，1947: 729–730）。

然而，鄧長耀擔任陝西放足處長時，讓人印象深刻的，卻不是他的水磨

工夫，而是他的各種誇張作為，包括他在官廳召開放足大會時，將巡查沒收

的千餘條未及清洗、血漬斑斑的裹腳布懸掛於大門口，廳內高掛數百雙小腳

鞋，同時播放「放足歌曲」，供人參觀聆聽；開大會時，他邊演邊講，將裹

腳布和小腳鞋拿著嗅了嗅，然後作嘔吐狀，引起圍觀群眾哄堂大笑；此外，

他還組織「赤腿小腳遊行隊」到鄉間演說歌唱，勸說纏足弊病（姚靈犀編，

1936: 20–21）。像這樣以嘲諷羞辱取笑為主軸的放足戲碼—高彥頤（2007: 

128）稱之為「荒誕劇場」—經由媒體報導而廣為人知，也引來地方官吏效

尤，例如蒲城縣縣長不但經常在縣城內查察纏足婦女，還沒收了四千餘雙裹

腳布，「解送西安，呈繳民政廳」（《叢刊》：175）。

其實，馮玉祥自己也明白，耐心勸放只是理想，想要規勸廣大群眾放棄

因襲已久的纏足文化，宣傳的效果有限，他本人更願相信行政武力的威嚇作

用。因此，放足政策雖有調查、宣傳階段，但其後的「罰辦」才是政府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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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足運動的關鍵手段。在馮玉祥治下，從罰款到拘押，「放足」變成政府對

付人民的社會戰場，纏足女子和她的家長也淪為遭受處罰的對象。再以鄧長

耀為例，不同於他當年的臨澧事蹟（相當程度也算得上「奇蹟」），他在陝

西放足處任內已不僅止於「反覆詳論」，而是把罰款和關押當作政令宣導的

一環。在他作詞的幾首放足歌曲裡，懲罰即為重點：「三十以下婦和女，再

纏罰他洋一元；二十以下婦和女，再纏罰他洋三元；十五以下的女子，再纏

定罰洋六元」（〈通俗放足歌〉）；「不准裹，不准纏，再裹再纏罰銀元；你不

放，往後看，三塊銀元一月監；再不放，往後瞧，六塊銀元兩月半」（〈淺俗

放足歌〉）（《叢刊》：388）。

放足處的懲罰手段最初設為罰款、徵收纏足稅，以及懲辦纏足婦女之父

兄或夫婿（《叢刊》：41），經過一段時間後，改為罰款、拘留和遊街示眾（《叢

刊》：153）。本來，1927年 10月至 12月為勸導期，1928年 1月至 3月為解

放期，再之後三個月即 1928年 4月至 6月才為罰辦期，然而，處罰早就進

行，幾乎從 12月起，懲辦已是常態；放足處成立後，在政權夾著軍權所及

之省會開封和鄰近縣份，尤其雷厲風行。馮玉祥身兼軍團總司令和省主席，

他的強硬態度，使得轄下的官吏即使猶豫，也不得不冒著與百姓作對的風險

來執行放足業務。馮在日記中曾記錄了一些他對縣官和放足處的訓示，而來

自他這位總司令的指令，可能就是讓「罰辦」提早出現在放足運動勸導期的

主要原因。例如，他在 1927年 10月 23日（勸導期尚不到一個月）的日記中

寫著，「鄭縣縣長來，告以放足勢在必行，有不放者，則處罰其父兄」（馮玉

祥，1992: 377），該縣長應是呈報了地方上執行放足運動的難處，因此馮才反

應道「勢在必行」，並明示縣長可以懲罰纏足者父兄。同年 12月 7日（勸導

期尚未結束），他巡視放足處，「告以凡違抗放足者，罰款百元，軍政界違者，

加倍罰之」（馮玉祥，1992: 401）。「百元罰款」對百姓而言是極沉重的負擔，

當時的華北農村生活極為困苦，農民平均每戶的農副業總收入減去總成本，

約為 178元，甚至比全國農戶平均收入約 200元還低 12%左右（叢翰香編，

1995: 530），百元罰款對農民而言，相當於掠奪他們本已微薄的生產收益，

實務上可能不曾發生，應是馮玉祥一時撂下的狠話，但總司令的強硬姿態，

已足以讓放足處和地方放足官吏肆無忌憚地向人民收取「纏足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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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足處工作大綱中的罰款和徵收纏足稅，二者在概念上很接近，對於經

歷連年戰爭，飽受部隊「就地徵餉」、官吏捐稅攤派的地方民眾來說，這筆

「罰金」或「纏足稅」也許只是名目不同，性質類似的苛捐雜稅之一。依據

放足處的統計，1928年 3月至 6月間，共有 190人次受罰金處分，金額從

一元到十元罰款不等（《叢刊》：204），包括「前教育廳長黃自芳之僕女，逾

期未放，罰洋五元；孟縣縣長司生麟之使女尚仍纏足，罰洋二元」（《叢刊》：

153–154）。我們不知道她們是否真為這些官員的僕女、使女，也不清楚是誰

繳納的罰款，但充公的纏足罰金收入愈來愈多，卻是事實。在一份未註明日

期的記錄裡說道，放足處自實施檢查以來，罰款日增，處長還特地將當時累

計的罰款 160元存入銀行，以此款項做「有益婦女之事」（《叢刊》：62）。

儘管罰辦期應自 1928年 4月才開始，但光在 3月裡的統計，就已有 113

人次遭受罰款處分，即便如此，馮玉祥仍感不滿，他認為罰款方法無效，應

使用更強烈的手段，因此在 1928年 4月 1日，他向放足處下達了「不必罰

款，直接管押家長」的命令，因為「多罰則窮民實難繳納，少罰則頑民無所

畏懼」（《叢刊》：78）。為了因應這項指示，放足處趕著研擬出〈河南省政府

放足處罰辦纏足婦女家長暫行條例〉（4月 11日公布），規定十五歲以上、三

十歲以下之婦女逾期未放者，得處其家長三十日以下之拘役；十五歲以下之

幼女逾期未放者，得處其家長六十日以下之拘役（《叢刊》：31）。於是，4月

份起，罰金人數銳減，拘押人數增多（《叢刊》：204）。在 1928年 3月至 6

月，放足處的每週工作報告裡，統計罰辦人數成為例行公事：「計懲辦纏足

婦女家長 30人」（3月 4日）；「罰辦反抗放足人犯 33人」（3月 11日）；「開

封查出逾期不肯放婦女 30人，分別懲罰並鳴鑼三日」（3月 18日）；「計罰

辦逾期放足之婦女 20人」（3月 25日）；「計管押 8人」（4月 1日）；「計送

縣管押 15人」（4月 15日）；「本週查出逾期不肯放足者 27人，送交開封縣

管押」（4月 22日）；「本週查出逾期未放者 20餘人，擇其情節較重者管押 3

人」（4月 29日）；「本週管押家長 12人、街長 1人」（5月 6日）；「共管押

家長 9名、牌長 1名」（5月 13日）；「本週共管押家長 7名」（5月 27日）；

「本週管押反抗放足人犯 8人」（6月 3日）（《叢刊》：123–127）。

在 5月 9日的例會中，還決議通過「該處送開封拘押反抗放足人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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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日須照發避暑藥丸二十枚」；又因管押人數過多，開封縣拘役所空間不

足，呈報亦可傳押於公安局（《叢刊》：119）。在 6月初的會議，對於管押人

數過多，而有「接搭涼棚以便傳處家長，坐以候質」，並多撥人手協助審訊

之決議（《叢刊》：120）。此外，這時已可看到，連坐處分的範圍已經擴大到

基層街長、牌長，這是在逼近 6月份放足業務歸併民政廳的日期之前，放足

處祭出的急迫手段。雖然 1928年 5月 24日才公布〈河南省政府放足處考核

各縣街區保約村牌長等辦理放足獎懲暫行章程〉（《叢刊》：32），給予關押被

認定「漠視放足工作」、「解放時期婦女放足稀少」或「檢查時期毫無成績」

的地方基層官員的法源，但其實在〈暫行章程〉公布之前，已逕行關押開封

市的街、牌長了，而且工作週報中的管押人數顯然低報，因為在一份布告

裡，便提到已拘押「家長張愈等 47人，街長趙青山等 3人，牌長王承蔭等

5人」（《叢刊》：80），牌長王承蔭還「因在押日久，可否准其保釋」，而在 5

月 2日的的會議中提出討論（《叢刊》：115），若非議准，這位牌長還不知要

被關押多久。

參、放足分處、視察團與縣長們

省政府放足處之下，又於 1927年 11月規定各縣設立放足分處，由各縣

政府機關及縣黨部組成，縣長兼任放足分處主管，並於轄下各鄉、區、村設

放足辦事處。各縣放足分處依照相關章程，應每日填寫宣傳與調查各縣放足

情形，每兩週向放足處彙報，並遵照省府制定的取締辦法、計劃、大綱與一

切條例命令「猛厲進行」。（《叢刊》：28–29）。然而，章程頒布之後一個多月，

只有四十餘縣呈報成立，另有六十縣尚未成立；數月之後，也還有二十一縣

未曾成立（《叢刊》：61–63）。放足處雖一再訓令催促，認為過去這些縣份以

「軍事匪氛之未靖，不逮舉辦」，但現在「豫境已告敉平，百廢待舉，豈容再

緩」，要求「文到五日內，迅予組織作立呈報備查，事關放足要政，倘敢故

違，即電請總司令撤任查辦，決不寬貸」（《叢刊》：63），但仍效果不彰。訓

令中所謂的「豫境已告敉平」，只是在對抗其他軍閥和地方土匪的戰役得勝，

並不代表馮政權就真的有效統治這些區域，這不僅反映在馮政權連要求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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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份成立放足分處這樣一個行政機關，仍有五分之一尚未遵令成立，同時也

反映在放足處進行地方視察業務時，所能觸及的範圍限度。

為了考察各縣放足情形，放足處於 1928年 2月至 5月間派遣了三撥「放

足視察團」下鄉考評。第一次視察於 2月 5日出發，視察鄭縣、洛陽一帶（《叢

刊》：130–140）。此次雖然只視察鄭、洛這兩個與省城開封同在隴海鐵路線

上的主要城市，但或許是因為首度以省府專員之姿巡視地方，放足處出動了

13位幹部，相較於後來的兩次大範圍的視察團人數分別只有 11人和 8人，

這趟出巡動用的人力資源不小；此外，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還特地參加洛陽

視察團的放足活動，發表演講，規格很高，對洛陽縣長的壓力應該不小，因

此，依報告所說，「得有放足之相當成績」並不意外，視察團入洛以來，解

放纏足的人數高達 3899人，而且以帶個位數的數字表示，而非近四千人這

種含混字眼，顯示為採取「解放一個數一個」的辦法（《叢刊》：131）。

在鄭、洛這兩個重點城市，視察員浩浩蕩蕩舉辦了各種活動，顯然有意

把開封的經驗移植到這裡。就放足行政的角度而言，城鎮比鄉野容易，既因

工商交通、教育、都市化和全球化等等因素本來就利於宣揚天足的好處，在

統治的強度上，軍隊和官員透過鐵路移動，也比較迅速容易，還有各級地方

官員和黨工、駐防指揮官等，理應對放足業務有利。儘管如此，在這次視察

之後，洛陽縣長吳蔭棠仍因「漠視放足」而被放足處呈請省政府懲辦（《叢

刊》：50）。吳縣長的「漠視」行逕包括對於視察團到洛陽後召集的婦女游藝

大會，既未親自到會，也不派員參加，而這是放足處首度在這個城市辦活

動，總司令夫人還蒞臨演說的場合，縣長的缺席，顯然觸怒了他們，因而建

請「從嚴懲處，以儆效尤」（《叢刊》：50–51）。吳縣長因而被記過調離洛陽大

縣，改任鄰近小縣新安縣縣長，並在第二次視察團到訪時，「深知從前因循

之非，對於放足異常努力」，不但召集各區村長開會研商辦法，還舉辦各種

放足活動，「偕同夫人挨戶勸導，且時赴鄉間檢查」（《叢刊》：55），對比於

其他縣份有因放足分處歸併一事而起謠言，致使放足工作停頓者，「新安則無

其事，且尤有進也」，「一面派調查員至各市鎮鄉村宣查，一面嚴令各區村具

結，限期全量解放纏足婦女，並擬以相當時期親往鄉村視察」，充分滿足了放

足處想要的業務要求，於是呈請省政府撤消他的記過處分，予以獎勵，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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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視察報告中把他捧為「革命時代之真正新政治人員」（《叢刊》：133）。前述

馮玉祥（1947: 729）回憶錄裡，因放足行動躁進莽撞，被民眾揍了一頓的新

安縣長，很可能就是這位從「漠視放足」態度丕變到「異常努力」的吳縣長。

第二次視察團於 1928年 3月 16日出發，共計 11位職員，分為四組從

信陽、商邱、博愛、新鄉等地出發，視察隴海、平漢、道清三條鐵路線沿線

三十餘縣，結果「視察所及，各縣長努力放足工作，成績卓著固居多數，而

漠視放足要政，成績毫無者，亦復不少」，其中西平、民權等八縣縣長記大

功獎勵，信陽、郾師等五縣縣長記大過處分（《叢刊》：55, 71–72）。第三次

視察團於 5月 3日出發，分為八路，共計視察 37縣（《叢刊》：130–140），

這些縣份雖然已不限鐵路沿線城鎮，但多半仍在公路線上，範圍不出豫東、

豫中、豫南等馮玉祥曾經打贏戰役的地方，而隴海、平漢鐵路交織出的西南

方一大片區域，包括二、三十縣，放足處則不曾派員視察過。這些縣份多半

有大股土匪出沒，或是由地方菁英自治，許多都未依省政府命令設置放足分

處；此外，豫北的林縣、涉縣等地，則因地處偏遠且為反馮團體天門會的地

盤，同樣也未遵行省政府命令。

放足處長王開化在一份文件中，總結幾次視察情形，對於各地放足業務

並不滿意，「除開封成績甚佳及少數縣份成績尚優外，其他縣份成績殊鮮」，

他認為有三大因素影響了他們的工作：1.放足分處取消後，對於放足工作無

人負責；2.各縣長對於放足政令漫不在意，而且縣長在任期間過短，難以責

成；3.樊鍾秀部隊叛變，殘殺放足女職員多人，造成民眾恐慌，放而復纏者

非常之多（《叢刊》：90）。樊鍾秀因素稍後再談，在此我們先看看放足分處和

縣長的問題。1928年 3月間，有人向馮玉祥反映，地方「用款太亂、機關太

多」，馮於是訓令將放足分處歸併縣政府辦理，各地放足事務則由縣政府負責

辦理（《叢刊》：64）。當時正好是放足視察團第二次下鄉考察，他們立刻發

現，取消放足分處的命令對地方的放足工作產生了負面影響，包括放足工作

無人負責，以致民間謠傳放足禁令已經取消，本已抗拒放足的民眾，更因而

無視此一命令，或是放而復纏，例如：陳留縣「省政府明令歸併放足分處於

縣政府後，未委負責人員繼續努力，致民眾誤會，放而復纏者，正復不少」

（《叢刊》：135）；偃師縣「自省政府明令放足處歸併縣政府後，誤會生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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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者復纏，纏者不放，以前工作摧毀殆盡」（《叢刊》：133）；澠池縣「放足

分處歸併縣政府所引起之誤會甚大，一般婦女放而復纏」（《叢刊》：132）。

不只民眾會揣度馮玉祥政權的態度，地方縣官也會。設立放足分處需要經費

和人力，而省政府除了反覆聲明放足是地方自治要務，縣長仍應責成區村成

立辦事處續辦業務之外（《叢刊》：132），並未提供人事經費，縣政府便將人

力挪至其他縣政單位，致使無人辦理，業務停頓，而放足處只能空焦急。

至於「縣長因素」，王開化指向兩個方面，一是縣長本身不願執行，二

是縣長在任期間過短。放足處是省府單位，在省政府所在地開封市區對「頑

固家長」可以施以罰款、管押、遊行示眾等手段，但出了開封，他們就發現

多數地方縣官根本無意配合省府的放足政令，因此放足一事也考驗著馮玉祥

政權的統治強度。在一份訓令裡，王開化痛批負責地方放足的縣長，「因循

泄沓、藐視功令者，實居多數，似此玩忽，殊堪痛心」（《叢刊》：64）。為了

催促縣長執行「放足要政」，放足處擬定了〈河南省政府放足處考核縣長辦

理放足獎懲暫行條例〉，於 1928年 4月 5日公布，對於縣長的放足績效進行

考核獎懲，懲戒的事由則包括：於勸導時期漠然輕視、陽奉陰違者；宣傳報

告表及調查報告表不按期呈送者；解放時期婦女放足稀少者；檢查時期毫無

成效者。這些事由顯然是 3月中出發的放足處第二次視察團在視察各縣的過

程中，直接感受到的現象。例如在信陽縣，兩位視察員到縣政府求見縣長吃

了閉門羮，對方還嗆言道「我奉民政廳委，並不知有甚麼放足處」，視察員

於是在報告中說該縣長「忽視放足要政」、「官僚習氣之深，已可概見」（《叢

刊》：131）；沁陽縣視察報告說道，「縣長張祥鶴，放棄職務，政治苦窳，放

足分處更無一人負責」（《叢刊》：134）；淇縣「縣政府官僚習氣甚深，縣長

汪銘艦精神不振，對於放足要政異常漠視，視察員馬蔚蓀同志到縣，縣長不

常相見，相見亦無如何良好結果」；郾城「縣長張綬深，官僚習氣甚深，一

切新政，皆未建設，放棄放足工作自不待言」（《叢刊》：132）。

除了縣長不願執行放足之外，王開化還提到，「縣長更調甚速，難專責

成」，這也是實情。例如確山縣的視察報告說道，「適省政府明令將放足分處

歸併縣政府，高縣長又有其他意外事實發生」，結果是「謠言飛流，或謂省政

府不要婦女放足，或謂高縣長因檢查纏足婦女將要撤任，聚蚊成雷，瓦釜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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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叢刊》：132）。「縣長」是中華帝國晚期直到民國初年，與地方民眾保

持密切連繫的最高階國家官吏，其職責包括維持地方秩序、行使司法權、稅

收權等國家任務。民國初年由於國家長期經歷內戰，縣長制度逐漸崩壞，其

中一個象徵就是縣長的任期大幅縮短，縣官流動性與縣政變動性大增，國家

任務的行使也變得困難重重。1927年之前，縣府首長稱為縣知事，後改稱縣

長。根據徐有禮（2013: 11）的整理分析，河南省 70個縣在 1912–1927年之

間，共出現 1,703位縣知事，每縣平均 24.32人，其中最長任期為 3.75年，

最短任期僅止一日，平均任期為 1.5年。張信（2004）研究河南省北部與西

南部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時，則注意到這兩個區域的縣長，從辛亥革命後到北

伐期間，任期經常不滿一年。例如新鄉，在 1911–1923年間，總共出現了 14

位縣長，僅有一位在任超過一年；其他豫北縣份如獲嘉，縣長平均任期為一

年，而在 1917–1932年間，平均甚至不足一年；修武縣則僅有兩位縣長在任

超過兩年；大多數縣長在任內因而無心於工作，將精力放在謀取更多私利

（張信，2004: 246－247）。類似情況也出現在豫西南縣份，例如南陽，整個

民國時期大多數縣長在任不滿一年，不少人還做不到半年；內鄉縣曾在五個

月內更換了七位縣長，而馮玉祥部隊在 1927年 5月攻佔內鄉時，當時的將

領先是逮捕了縣長，然後接連讓其部屬擔任此職（張信，2004: 268）。馮玉

祥主掌河南省政之後，開始任命自己的縣長，但更替頻率極高，這幾乎也是

軍閥割據時代的中國地方行政特色。「縣長」如走馬燈似地更換，地方民眾

也就不會把縣長的政治任務和行政措施視為是具有穩定性的國家政策，政府

在地方的權威逐步弱化，地方菁英對地方事務的掌握則顯穩固，終而形成弱

國家（weak state）與強社會（strong society）的關係，在馮玉祥軍權難及的

豫西、豫南一帶更是如此。

在軍閥混戰的年代，縣政府往往缺乏上級政府的資源和監督，因而必須

仰賴地方勢力支援，儘管馮玉祥政權擁有強大武力，但在其軍權統治範圍之

外，政令的限度就極為明顯了。馮政權光在養兵、打仗方面的經費，就已捉

襟見肘，難以傾注資源到各縣，地方建設如造橋、鋪路、剿匪等事務所需的

人力物力，都仰賴富農或望族的協助，因此，類似放足這種挑戰傳統風俗、

干涉日常生活的政令，改革對象（抗拒放足的家長）又包括地方縉紳和富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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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縣長的角色就更顯得尷尬了。例如靈寶縣，該縣放足分處交歸教育局辦

理，但「局長顧全情面，毫無成績」（《叢刊》：133）。「情面」二字其實道盡

了地方官吏的為難之處。即使縣長接受省政府的放足任務，認真工作，他們

也必須小心謹慎，因為他們直接承受父老鄉親的不滿情緒，稍有不慎，便會

產生衝突。在後來的視察報告中，也曾提及此一現象，例如西華縣的某任縣

長就曾因「進行放足，稍為激進，誤會環生」（《叢刊》：138）。《河南通史》

指出，「有的縣長因厲行放足而被縣人視為『酷吏』，至有被毆死者」（程有

為、王天獎編，2005: 652）。馮玉祥還在其回憶錄裡提到幾位令他搖頭嘆息的

縣長，除了前面提到那位在大街上強解新娘裹腳布，被群眾痛敺的新安縣長

之外，他還說道，有位縣長厭惡人民提出訴訟，若有人到縣府打官司，不問

情由先打二十軍棍，弄得人民不敢到縣府提訟；又有位縣長，在任上積極推

動清潔衛生政令，每日清晨提棍上街查清潔，誰家門口有垃圾髒污，他就把

該戶家長抓出來，用手中棍棒大打一頓，搞得滿城居民都有挨打的風險（馮

玉祥，1947: 727–730）。馮玉祥後來檢討這些他任命的縣長，說他們即使「用

心很好」，但「辦法太壞」，問題就出在學識不足，缺乏經驗，因為他們「多

是軍人出身，年紀又輕，叫他們去做縣長，根本就已不合情理」，但是除了這

類半路出家的人選，他也幾乎別無選擇（馮玉祥，1947: 730）。徐有禮（2013: 

27）亦指出，馮玉祥治下的縣長人選來源中，第二集團軍的軍需官和書記官

占有相當比例，這些軍人不諳民情，治縣常遭民怨。雖然省政府後來設了政

治訓練班、縣長考試委員會等培訓機制（馮玉祥，1947: 731），然而，培訓

需要時間，在動盪的馮政權裡，終究只是曇花一現，難有具體成效。即令是

經由考試管道出任縣長者，也因缺乏地方實務經驗，任期亦鮮有超過一年者

（徐有禮，2013: 29）。

肆、放足的查與逃

從放足處的角度來看，負責地方放足業務的縣長，若非因循怠惰、虛應

故事，就是辦事操切、行為過激，尤其在省政府統治範圍所及之處，地方官

員若干「破除情面」的放足手段，反而引發民眾反彈。洛陽即曾傳出有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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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委員進入鄉村人家院內，見一少女似仍然纏足，強令脫襪檢查，發現裹腳

布後，開罰 15元，結果少女因覺受辱，投井自盡身亡（姚靈犀編，1936: 

273–274）。類似事件也傳入馮玉祥耳裡。1928年 3月間，馮聽說某處有位

婦人因其女纏足受辱而自縊，此應是放足人員入門動手解除裹腳布導致的悲

劇，他因而諭令放足人員務必謹慎辦事，放足處亦隨即議決，「遇有幼稚女

孩纏足，應見其家長，勸導為之解放，不得逕行與之放足，以免發生事端」

（《叢刊》：109），只不過，如前所述，罰辦權力機制已然啟動，調查員入民

宅檢查解放，並拘押家長遊街示眾，均為開封常見的手法。「查放足」早已

造成纏足者及其家人莫大的畏懼。

1928年春，放足處對於近半年的工作績效不彰，感到極度焦慮，這層

焦慮進一步轉化出更嚴厲的制裁手段，除了管押更多的「頑固家長」之外，

還限制纏足者的行動自由，並擴大搜捕抗拒放足罪犯的連坐範圍。1928年 4

月 4日，放足處議決「不准纏足女子在街上行走」，並登報公告，由公安局

通知街角警察負責執行；同日會議還通過「嚴令街長牌長及房東負婦女放足

責任案」，開封城內若再發現三十歲以下婦女纏足者，首先罰辦街長及房東

（《叢刊》：110）。這項命令實施一個月的結果造成有纏足女子的住戶「故意

謊報姓名和遷徙住址」，而放足處的應對之道則是決定加強派員按照戶籍抽

查，如查出抗拒放足者，除管押其保人外，「併訓令街牌長設法改良，否則

同等處罰」；居民的另一個應付方法是「一切放足案件皆以婦女搪塞」，因為

他們聽說官府「不管押婦女」，放足處於是議決「遇必要時，仍管押婦女，

並露佈其事於各報」（《叢刊》：116）。這類限制人民生活行動自由的方案，

顯然引起社會恐慌，在 5月 30日會議裡，王開化處長認為，放足標語中的

「禁止纏足女子出嫁」、「禁止纏足女子在街上行走」、「實行懲收纏足稅」等

三種標語「恐於事實有礙」，交付議決取消，另換新標語，但王雲程科長則

認為「禁止纏足婦女在街上行走」若驟然取消，只怕讓百姓產生錯覺，以為

是禁止在街上解放纏足婦女之裹腳布，會有誤解和流言，最後修改為「禁止

三十歲以下之纏足婦女在街上行走」（《叢刊》：118–119）。

這些討論發生在樊鍾秀部隊襲佔洛陽等地，並虐殺放足女職員的事件前

後，民眾對放足處各種強制作為愈來愈反感，放足處也逐漸顯得進退失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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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民眾的抵制和抗拒，如何軟硬兼施，放足處本身也拿不定主意。王開化

在 5月 23日的會議中指示檢查人員「要以和平為原則，如遇年幼女孩，還是

令其家長勸勉解放為妥」，同時，對於各機關服務人員之眷屬，「要責以大義，

不予難堪」（《叢刊》：117），這段話顯示，即使放足處早在半年前已提請省

政府通令「各機關政治人員家屬婦女一律放足，否則加倍懲罰」（《叢刊》：

101），依然效果不彰，而且引起各機關公務員的不諒解。可是，處長雖然覺

得應以和平為原則，強硬派幹部卻不以然，在 5月 30日的會議裡，處祕書

就提議「辦案不可過於和平，應持嚴重態度」、「判處太輕與本處條例不符」、

「對於放而復纏者之家長，應加倍處罰」、「開封縣拘役所如不能多押，可傳

押於公安局」（《叢刊》：119）。

河南放足處並不是強硬放足的始作俑者。北伐期間，湖北省政務委員會

即已在 1927年 3月間，依據婦女代表大會的決議，正式公布〈取締女子纏足

條例〉，要求各縣縣長，必須會同各縣黨部及婦女部、婦女協會，在三個月

內勸導婦女放足，十五歲以下須即解放，十五歲至三十歲責令解放，未纏足

者不得再纏，違者科以罰金；於是，婦女協會成員、女學生以及女性革命軍

人，便在湖南、湖北城鎮走街串戶宣導放足，各級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也都

投入放足運動，「取得很大成績」，報紙也常報導放足消息，武漢放足婦女據

說「每日不下千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2003: 62–64；亦見 Gilmartin, 

1995: 191）。同時，當街強迫婦女放足剪髮的現象屢見不鮮，並引發反彈和

批評聲浪，為此，國民黨中央婦女部特地發布通告加以糾正，並刊登於 6月

3日的《漢口國民日報》：

近查各地實行強迫婦女剪髮及不按照放足方法強迫婦女放足，致

一般婦女誤以為黨的命令，而脫離黨的指導及反對婦女運動者，

於婦女運動前途，頗生影響。剪髮、放足，雖與衛生、生理有

關，但必須相當時間的宣傳，使婦女覺悟，自動剪髮，豈可強為

剪之，失其同情。至於放足一舉，各地放足委員會，均須將放足

方法通告，按法行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200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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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馮玉祥已成為河南省主席，國民黨部和婦女協會也在河南省各地成

立，但是在開封後來不但成立了放足處，厲行強制放足，而且在馮政權的鼓

勵下，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學生也搖身一變成為民間放足大隊，站在放足的道

德制高點，以圍獵的姿態「解放」纏足婦女。一位當年的女學生在其回憶敘

事裡，對於扮演解放者的角色，依然透露了光榮與驕傲的感受：

我所在女師附小，每日課餘都出動大批師生走街穿巷，執行放腳

任務。三人一組，抬著大筐，挨門挨戶到住戶家裡，看見纏小腳

的姑娘或媳婦，就先講明道理，讓她自己把裹腳布條抖開，扔到

筐裡。如不肯自己動手，三個女學生就一齊動手，上前按住她，

替她把裹腳布條抖開，扔到筐裡抬走。這院抖完到那院，這街抖

完到那街，走遍開封大街小巷，一個小腳也不漏掉，更有將裹腳

布條抖開，用根竹杆挑著招搖過市的，甚是惹人注意。就這樣，

在馮玉祥將軍的提倡和督導下，不長時間內，開封婦女千年來纏

小腳的陋習和痛苦被解放了。（原景松，1995: 42）

開封城內的纏足者為了避免「被解放」，產生出前述報假地址、散播謠

言、以老人或少女應訊等等抗拒之道，不過，最直接的反應仍為「逃放足」

和「放而復纏」。開封市民蘭李氏（1909年生）回憶道：

馮玉祥來了，叫放腳，市裡頭不行啊，有警察，見（每）天來家

裡查。那個時候，女警察有時候查到廁所裡，女人只有藏到廁所

裡，查出來了，裹腳條放在外面車子上。我叫查出來過，俺奶奶

跟著，大街上吆喝著：「別跟著俺學，我給俺孫女裹腳啦！」他

（警察）走了，不查了，還想裹。（李小江編，2003: 242–243）

面對開封城關查輯，有些纏足婦女乾脆離城「逃放足」。有位名叫余淑

貞的女士回憶起自己遭遇強制放足的往事，依然心有餘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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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隨外子寓居開封時，值當局以纏足帶責成縣長之際⋯⋯一

天在街行走，竟受當街勒放的大辱。次日避地魯東某市叔父處，

相安無事，約有一載，渠料又有某處某地禁止纏足女子通過之文

告，而逼放之風聲且日緊一日，驚弓之鳥，聞弦膽落。（余淑貞，

1936: 52）

在「厲行放足」的年代，像余淑貞那樣聞放足有如驚弓之鳥的，不僅是

省垣城區的纏足者，舉凡在厲行放足之處，「逃放足」和「遊街」幾乎是那

個時代婦女的共同記憶。鄭州居民靳三妞（1909年生）記得：「馮玉祥來

了，叫放腳，誰不放腳，還讓遊街呢，把裹腳布搭脖子裡。我十來歲，都記

事了」（李小江編，2003: 244）。鄭州郊區農婦劉桂雲（1909年生）說道，「馮

玉祥來了，扒神（廟）、放腳、剪頭髮，有的姑娘都不敢出門，嘰哇喊叫地

（躲）藏」（李小江編，2003: 245）。滑縣農婦劉玉蓮（1904年生）「一聽說

放腳的來了，就趕快藏起來，我就蹬著桌子，爬到房子棚上藏著，有一次還

把鏡子打壞了」（李小江編，2003: 239）。如此這般，使得鄉間纏足女孩只要

見到外地來的「新青年」，直覺上就以為是來「查放足」的，嚇得逃開。一

位農村調查團的成員即回憶道：

在河南，重男輕女的觀念很厲害。在鄉村小學校中、簡直很難找

到一個女學生；纏足的風氣還是很盛，十歲以下的小女孩，還是

纏足的。有一次，我們在輝縣某村經過的時候，嚇得許多小女孩

都逃光，她們以為我們是去「查放足」的。（行政院農村委員會，

1933: 116，引自程雅潔，2016: 59）

「逃放足」很可能是民國時期許多鄉村地區纏足婦女的共同經驗，面對

政府、國民黨、共產黨、婦女協會、農村改良協會等組織的放足行動，逃跑

和躲藏是她們的直接反應。事實上，鄉村地區的纏足人口始終高居不下，放

足處視察團的報告裡對於鄉間放足情況的估計，大多不樂觀，例如：孟縣「鄉

村婦女放足者十之一二」；封邱「城關十五歲以下幼女仍然纏足，三十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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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鄉村婦女，放足者則一無所見」；溫縣「十五歲以下纏足幼女充斥城市，

三十歲以下暨鄉村婦女更無論」；扶溝「鄉村婦女解放者十之三四」；考城「無

論三十歲以下纏足婦女未為解放，即十五歲以下幼女及女校學生，均皆纏足，

鄉間可想而知」（《叢刊》：130–140）。《河南通史》編纂者的總體評估則是，

「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全省統計，婦女纏足者還有 70%–80%……直到新

中國成立的最初幾年，一些縣份的鄉村女孩和少女還照舊纏足」（程有為、

王天獎編，2005: 652）。有「中國最後小腳部落」之稱的雲南六一村，更是

靠著全村合作通風報信，成功躲避了官方的查察行動（楊楊，2004）。

在查放足與逃放足之間，一些反政府武裝團體於是喊出「放任纏足」作

為吸引民眾依附的誘因。例如，創建於 1924年的祕密宗教團體「無極道」

為紅槍會的一支（戴玄之，1973；1990），以山東省西部滕縣為大本營，經

過幾年的經營，許多鄰近縣份農民紛紛加入，鼎盛時期多達數萬人，蔓延於

黃淮流域五省邊界地帶。1928年 9月，無極道首領與數千名道友創立「共和

國盟軍」，與統制魯西各縣的馮玉祥部隊對抗。1929年 3月 12日，無極道舉

辦廟會被官府禁止，該會領袖即率數萬餘名道友起事，攻陷滕縣縣城，並向

西進攻濟寧城與鐵路車站，遭遇馮部駐軍圍剿，傷亡慘重（白海軍，2008: 

78）。上海《申報》對此事件的報導中特別提到，滕縣紅槍會事變，即以「放

任婦女纏足」為口號（鄒英，1936: 278）。換言之，纏足與放足的身體成為

敵對武裝陣營的標誌，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以革命為己任」的政權，在厲行

改革時所呈現出來的「敵體化社會」。

伍、軍閥政權的統治限度：土匪與紅槍會

1928年 4月間，馮玉祥在新鄉城內見到一名纏足少女，就把該縣縣長曹

心泉傳來司令部訓話申斥道「三天以後，再見十五歲以下女子仍然纏著足，

我就與你縣長拼命」，曹縣長「當即印就總司令此說數萬份，滿貼該縣，限

十五歲以下女子三日內一律解放」（《叢刊》：174）。另一則報導更說道，馮

玉祥「拼命」之語一出，他的部下便指揮曹縣長等官員「挨戶勸告，痛講纏

足之害，凡當日所見纏足女子，立令解放，並將裹腳布撕毀」，命令三十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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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女子在當年 4月 15日以前應一律解除裹腳布，否則家長處以五元以下、

五角以上的罰款，並連坐管區內之街村長（《叢刊》：172）。

在此事發生前一個月，放足處第二次視察團正好視察過包括新鄉在內的

若干豫北縣份，並對這些縣份的放足現狀感到失望：湯陰「前被魯軍閥摧殘

不堪」；淇縣「縣政府官僚習氣甚深，縣長汪銘艦精神不振，對於放足要政

異常漠視」；安陽「縣長范瑞豐不努力放足工作，與淇縣同」；滑縣「前縣長

劉某放棄職務，全無放足成績，房科衙役氣燄如焚，民眾不堪其苦」；至於

令馮玉祥準備與之拼命的新鄉縣長曹心泉，則是「不能切實辦理放足工作，

所設放足分處，職員、經費兩無……放足者寥若辰星」（《叢刊》：135–6）。

新鄉是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駐在地，換言之，當時若非處於軍事高

壓環境之下，新鄉等地的縣長和百姓都不會把省政府放足命令認真對待，所

謂「三日內一律解放」在現實上也不可能發生。這個現象反映出馮玉祥政權

的改革困境，亦即，在四面交戰的地點和時機進行社會改革，終將落入百姓

漠視、縣官怠惰、上級處分、地方壓力、雷霆手段、民怨四起、行政弛禁、

百姓復纏等惡性循環。因此，倘若我們想要理解馮玉祥政權的放足運動和其

他社會革新政策，以及諸如前述樊鍾秀事件等社會反挫力量，就必須先把它

安置在軍事社會史的脈絡上予以理解。

民國初年內戰頻仍，大小軍閥的軍事衝突，難以計數，河南省位於華北

平原中心地帶，又有京漢、隴海兩大鐵路交會，乃兵家必爭之地，兵禍連結。

此地原已治安不靖，盜匪叢生，戰亂產生的潰兵對地方社會的迫害，更令人

民苦不堪言。國民黨知識分子陶希聖（1973: 4）形容當年的華北局勢「官無

保民之意，民無自保之方」，繼而「流賊四起，破城殺官」，終致「軍閥無道，

盜亦無道」。由陝入豫的馮玉祥也嘆道，「河南本四戰之地，迭經賣國軍閥，

盤據摧殘，盜賊滿山，民窮財盡」（李泰棻、宋哲元編，1978: 353）。然而他

就是要在這個「四戰之地」，一邊打著漫無止境的仗，一邊推動他的社會革

命。1927年 6月馮玉祥部隊掌控了河南省中心地帶，7月渡河攻擊奉軍，占

領新鄉、安陽等城鎮；9月發動「豫中討靳之戰」，擊退舊直軍靳雲鶚部隊，

控制平漢線豫南段。此時，北方奉軍與直魯軍聯合向馮玉祥和山西閻錫山進

攻，馮軍對抗直魯軍，並派軍支援閻軍回擊奉軍。10月初（即「放足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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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時間點），馮玉祥兵分三路向徐州、濟寧和德州前進，經過兩次蘭封會

戰，馮軍告捷，直魯軍敗退，撤出隴海鐵路東線戰場。馮軍廓清豫東後，大

軍移往豫北戰場對付奉軍，1928年 1月奉軍敗撤。4月初馮、奉兩軍再戰，

5月 1日，奉軍潰敗，平漢線豫北段全線廓清。

正當馮玉祥部隊全力攻打奉軍、直魯軍之際，蟄伏豫西南山區的樊鍾秀

部隊發兵突襲馮部。樊鍾秀是河南寶豐縣人，自幼習武，曾拜少林寺武僧為

師（胡金福，1986: 58）。民初，樊家為當地土匪所迫，遷往陝西宜川開墾種

地，後因殺死當地惡霸，受到陝北寓居者推為自衛組織領袖，聲勢日漸壯大

（胡金福，1986: 58）。樊鍾秀的崛起，是一個農民領袖在時代洪流中轉化為

起義者或造反者的歷程，他所領導的民眾，在官紳眼中正是一股匪幫，研究

民國土匪的專家也毫不遲疑地把他定位在「匪酋」的身分，與白朗等民國巨

匪一脈相承（Billingsley, 2010: 66；黃建遠等，2004: 179）。1915年，樊鍾

秀被陝西軍隊頭領陳樹藩收編，後來響應孫中山護法號召，加入靖國軍，攻

擊陳樹藩、劉鎮華等北洋政府部隊，此後轉戰各地，招兵買馬。1923年，

陳炯明叛變，樊鍾秀馳援孫中山，使廣州大元帥府轉危為安，孫中山特別嘉

許樊鍾秀「精誠愛國，首義贛南」，並委任他為「建國豫軍」總司令，吸引

各路豪傑加入，發展成數萬人的部隊，並加入北伐行列（胡金福，1986: 

58–62）。樊軍在全盛時期的 1928年初，實際控制豫西南縣份多達二十餘

縣，「自立法制、委派官吏、徵收稅款」，儼似獨立王國（姜克夫編，2009: 

129）。1928年 4月中旬，樊鍾秀趁著馮玉祥部隊主力調向豫北魯西，後防

空虛，襲擊隴海線西段馮軍，《放足叢刊》所稱樊軍虐殺放足人員事件，即

發生於此時。後來馮玉祥緊急調派部隊反攻，5月初，樊部撤回豫西南根據

地，此後仍不斷與馮軍發生小規模戰鬥，直至 1928年秋，奉軍全部敗離河

南，馮玉祥抽調精銳部隊猛攻樊部，樊鍾秀戰敗，下野寓居上海；1930年中

原大戰時復出，與馮玉祥合作對抗蔣介石，在許昌遭飛機轟炸身亡（姜克夫

編，2009: 129）。

樊鍾秀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地方軍閥，儘管不是典型或正規的軍人，但在

革命軍北伐的過程裡，無疑佔有一席之地，同時，從出身綠林的角度來看，

樊鍾秀和他的先輩「匪酋」們，又有所不同。專門研究民國土匪的英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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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斯飛（Phil Billingsley）指出，樊鍾秀一生所從事的一系列令人眼花撩亂的

事業，及其表現的個性，說明了對於民國時期有能力抱負的匪酋而言，許多

路子都是敞開的（Billingsley, 2010: 249）。與樊先後合作北伐與反蔣，又曾

因其偷襲而疲於奔命的馮玉祥，在回憶錄中評論樊鍾秀及其同夥道：「說他

們是軍閥，他們卻打著革命的旗號，說他們是革命的友軍，他們卻依舊保持

著建國軍的名義，只要有官有錢，那一方面亦肯與之勾結……事實上，他們

是比真正的敵人更要可恨、更要可怕」（馮玉祥，1947: 747）。樊鍾秀部隊襲

擊洛陽等地的行動，著實讓馮玉祥措手不及，冒了一身冷汗，他先是不相信

樊會如此行動，認為「他們已加入革命陣線，走向光明大道……那知他們竟

未脫土匪習氣，一切只憑胡幹」（馮玉祥，1947: 746）。馮玉祥口中的「未脫

土匪習氣」，並非誇大之辭。樊鍾秀這股受到各方拉攏（和頭疼）卻始終獨

樹一格的軍隊，背後支撐他們的，就是蘊釀出統御土匪王國的造反傳統，一

種「原始的叛亂」（Hobsbawm, 1999）。

「土匪」根據蔡少卿（1993: 3）的定義，「就是超越法律範圍進行活動而

又無明確政治目的，並以搶劫、勒索為生的人」，其特徵包括：（1）來自農村社

會，尤其是周期性遭受災荒的貧窮農村；（2）不為國法所容；（3）行為具有反社

會性；（4）脫離農業生產，而以搶劫勒贖為主要生活來源。樊鍾秀的故鄉是豫

西寶豐，二十世紀初，豫西、豫西南由於地區多山，人民生活困苦，民風強

悍，易於鋌而走險而成為土匪，地方上稱他們為「刀客」或「盪將」（郭廷以，

1987: 48）。「刀客」或「劍客」讓人聯想到行俠仗義的「俠客」，而不論是《水

滸傳》裡的聚義好漢，還是西方傳說中的羅賓漢，都被賦予劫富濟貧的色彩，

接近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的「社會型盜匪」（social bandits）理想

型，儘管在地主和官府眼中，他們是罪犯，但一來他們出於鄉間，二來他們

始終留在鄉土社會，更是鄉親父老們心目中的英雄，是為地方平民和貧窮百

姓爭取權益、尋求正義的「鬥士及復仇者，有時甚至是帶來解放、自由的領

導人物」（Hobsbawm 1998: 5）。在國法不彰、軍閥混戰、潰兵橫行的年代，

他們相對容易受到百姓的尊敬，也較樂意助他們一臂之力，以與政府和地主

相抗衡（Billingsley, 2010: 66）。

河南南部和西部諸縣，是典型的「土匪王國」，在那裡，土匪活動是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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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劫掠富人和地主並不被視為一種罪惡，因為他們本身就

是在貧窮土地上過活的百姓，劫掠行動的收益就是養活家人的資源，而位於

土匪大本營附近又較為富裕的縣份，往往成為劫掠的目標，例如位於隴海線

上的豫西經濟中心陝縣，就經常遭遇來自南邊山區窮縣洛寧的土匪襲擊，據

估算，洛寧縣境土匪多達六、七千人，占該縣人口的 3%、豫西土匪人數的三

分之一（Billingsley, 2010: 62）。不難想見，放足處職員在視察過陝縣後，在

報告中解釋該縣放足不力的原因時，「匪患」就是一個重要因素：「陝縣為水

陸交通之區，而放足工作迄未進行，推其原：1. 無妥實人員負責辦事；2. 四

鄉土匪甚多」（《叢刊》：133）。其他與陝縣同處隴海線豫西段的縣份，也都

做了類似的描述：澠池縣「土匪犯城，縣長竭力抵禦，無暇兼顧」；靈寶縣

「鄉村土匪猖獗，暫難進行」；閿鄉縣「土匪出沒，放足工作難以著手」（《叢

刊》：133）。放足視察團主要是從鐵路線上的縣城著手視察，這是馮玉祥駐軍

可以迅速抵達的據點，然而，它們宛如「貧窮汪洋中的島嶼」（Billingsley, 

2010: 62），四周聚集著土匪，同時，這片土匪汪洋又構成了一面銅牆鐵壁，

讓「放足工作」寸步難行。在「匪窩」縣份如洛寧、寶豐等縣，大抵上就是

由隴海線以南、平漢線以西構成的整個豫西、豫西南地區，彷彿是馮玉祥政

權止步的禁區，放足處視察團一步也沒踏進去過。

樊鍾秀部隊虐殺放足人員事件究竟發生在何處？從文件中看不出來。王

雲程提到樊軍「陷新鄭、洛陽、豫西、豫南全部」，但並未說明特定地點，

或許不少城鎮在樊軍進城後，都發生了暴力對待放足人員的事件。根據一份

口述歷史資料，樊軍佔領豫西臨汝（今汝州市）縣城之後，「群眾對於兩位

執行放足的女子到處尋找報復」，因為她們組成的工作隊在強制放足時特別

粗暴，也特別招人怨恨，「工作隊到家後，看到年輕婦女，不論分說就按倒

在地，把小鞋一脫，纏腳布一解，讓你洗腳穿大鞋，不准再纏」，馮軍敗退

之後，她們其中一人順利躲逃，另一人則被群眾從福音堂拉出，在大街上遭

到毒打和侮辱（楊興梅，2012: 270）。依此看來，與其說是樊軍針對放足人

員進行攻擊，不如說是百姓本就對放足人員行逕懷恨在心，一得機會便遂行

報復。

《放足叢刊》中有位署名「青山」的作者也認為，樊軍虐殺事件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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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對於放足「頑固的反對」，畢竟，「千數百年來的纏足惡習，一旦要剷

除乾淨，自然是比修鐵路、讀新教科書還要難，人們的反對也要大了」，「果

然，樊老二先生〔即樊鍾秀〕就應時而起，日前把放足女職員割乳裸體，鳴

鑼遊行，最近又貼纏足、蓄髮、敬神的標語」（《叢刊》：249）。纏足、蓄髮、

敬神這三件事並列，等於是全面反對馮玉祥政令，不僅衝著放足一事而來。

不過，「割乳」、「裸體」、「鳴鑼遊行」等殘暴行為，卻與強制放足脫離不了關

係。遊街示眾是放足處的慣用手段，群眾以其道還施彼身的心理不難理解，

裸體則應對著放足者強解裹腳布的粗暴作為。至於割乳比較需要解釋。青山

在解讀「頑固人們」反對放足的心理時，第一點就提到，他們相信「纏足是

男女的區別」（《叢刊》：249），因為纏足在他們的眼裡，小腳代表纏足者引

以為傲的女性特質，放足就相當於抹除她們的女性特質，這樣的去性別化暴

力施加在天足女子身上，演繹成割除乳房的酷刑凌虐，其中強調的是傳統社

會文化保守主義心態對於混淆性別差異的恐懼。

同時，就文化保守主義的角度而言，女性在土匪社會裡具有特別的位

置。許多匪幫都訂有戒條，黃建遠等人（2004: 110–111）認為，土匪紀律中

最突出的一條，乃是禁止姦淫、調戲和虐待婦女，這是土匪為了維持自身的

名譽，爭取地方民眾同情和支持，並避免觸怒深受傳統道德觀影響的民眾。

貝斯飛（Billingsley, 2010: 138–143）也有類似觀點，不過他更指出，雖然在

中國豪傑俠客傳統中，欺負良家婦女或貞潔女子是絕對的禁忌，但這也有可

能是出於對女人「陰性」特徵的巫術式恐懼，屬於一種源自道教的思維，相

信男人的「陽氣」消失時，就會變得衰弱，甚至死亡。認為女性會損害男性

精力和戰鬥力，是因襲傳統生活模式的華北農村普遍信念，更直接表現在結

合鄉村團練和民間宗教的武裝團體，包括帝制時代的白蓮教、義和團到民國

時期的紅槍會。

前面提到，山東滕縣無極道曾向多個縣政府發動攻擊，他們要求打倒三

民主義、恢復會道活動、反對男女平等和婦女放足，後為馮玉祥部隊剿平

（白海軍，2008: 78）。無極道又稱無極會，是紅槍會的一支（戴玄之，1973: 

160）。紅槍會成員多為農民，本為防禦土匪、抵抗潰兵犯境，基本上不會脫

離農事生產，不常與官府作對，也不像土匪那樣組織軍隊，離開家鄉進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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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化政治行動。在軍閥時代，政府駐軍對剿匪之事無能為力，甚至如同土匪

般擾民，與匪無異，於是各處紅槍會轉而與官府交惡，襲擊軍隊，甚或如無

極道那般攻擊縣城，控制地方行政（戴玄之，1973: 192–202）。在兵匪橫行的

1920年代，加入紅槍會的人數隨之壯大，光是河南一省，據估計已達 150萬

人之眾，若再加上河北、山東、安徽，則約在 300萬人左右（戴玄之，1973: 

85），足以與軍隊、土匪勢力相抗衡。放足運動在紅槍會的勢力範圍裡，亦

頗難施展，放足視察團的報告即說道，豫南的信陽縣「紅槍會盤踞四鄉，縣

政府命令不能出城郭五里外」（《叢刊》：131），息縣則「屢遭匪患，新政難

施，放足一事尤為反動分子所破壞，撕毀放足佈告、標語，壓迫放足工作人

員」（《叢刊》：131）。紅槍會既是一種宗教結社，也是由中、下層農民構成的

地方自衛組織，儘管以地緣關係為主，但當他們喪失地盤，就可能會轉變為

劫掠╱防衛的綜合體（Perry, 2017）。同時，它也是一種地方社會的動員與控

制體系，雖然成員多為農民，但仍代表著地方豪紳和地主的利益（秦寶琦，

2009: 439）。鄭建生（2003）對於「麻城慘案」的分析，亦接近這個看法。

1927年 4月 3日鄂北麻城縣發生紅槍會攻擊國民黨縣黨部、農民協會，並殘

殺農民的恐怖事件：

紅槍會不但搗毀、搶劫機關文物錢財，殺傷黨員會員五十餘人，

捉走六十餘人，並大肆破壞縱火焚毀房屋四十餘間，又將有參加

婦女協會嫌疑的剪髮婦女及放足婦女捉去遊街羞辱，造成鄉間極

大恐慌。（鄭建生，2003: 321）

鄭建生（2003）認為，這起事件乃是地主階級為了保護自身利益，挑起

紅槍會眾的恐懼感，從而產生的反制行動。北伐期間，武漢國民黨農民運動

在鄂北豫南宣揚革命，對鄉村民眾進行對抗地主階級的各種宣傳，把他們貼

上「封建殘餘」、「土豪劣紳」、「反革命」等標箋，地主們則透過傳播謠言的

方式進行反宣傳，包括「國民黨要打倒紅槍會、殺道士、掘墳墓、實行共產

共妻等等」；這些簡單易懂的謠言宣傳效果不輸於農民協會的演講、傳單，

使得保守的鄉村民眾將國民黨和北伐軍連結為記憶中肆虐地方的兵匪，紅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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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為求自保而發動攻擊（鄭建生，2003: 321–322）。

在「麻城慘案」中，剪髮、放足婦女被紅槍會捉去遊街羞辱，同樣意味

著農村保守主義的反撲。相當程度上，這個事件與當時湖北國民黨部、婦女

協會在當地的強制剪髮、強迫放足一脈相承，象徵著激進革命運動挑戰地方

性的身體╱性別秩序，而與前述河南臨汝事件、樊鍾秀部隊虐殺事件有著相

似的脈絡。紅槍會起自內陸地方農村，且不論是否受到煽惑，他們的生活世

界存在著被奉為理所當然的性別標準，例如，當他們施行法術時，女子禁止

在場觀看，否則法身即不附體（戴玄之，1973: 110）；又如，紅槍會紀律中，

在不得對女性進行性暴力方面，與社會型盜匪相同，姦淫婦女或毀駡神佛的

戒律，對於維持戰鬥力，更是頂要緊的事，「犯此二條者殺無赦，且神靈憤

怒，法術失效」（戴玄之，1973: 91），亦即，這是會嚴重影響生存技能的戒

條。就此而言，紅槍會的女性禁忌，與貝斯飛所說，土匪把「女性視為一種

潛在威脅」的看法，並無二致。

陸、結語

我們看到的鄂北麻城、豫西臨汝，以及其他可能未見諸報導的攻擊放足

女性的事件，都把纏足╱放足視為兩個互相敵對的群體。這個對立尤其鮮明

地反映在放足處的口號「反對放足就是反革命」（《叢刊》：21）。纏足在革命

的年代，成為不合時宜、需要被解放的封建遺物。放足處幹部曾編寫了一齣

話劇〈家長鑑〉，借著「放足分處主任」和「老頑固先生」與夫人的問答，

把放足與革命之間關係做了一番闡連：

問：要得放腳，除非我死了，我不放，看他怎麼著？

答：現在要是「反對放腳，就是反革命」。

問：甚麼叫「反革命」呢？

⋯⋯

答：「革命兩個字，先從字面講，『革』是改革的意思，『命』是生

命，兩個字聯合起來，則更改政體就是革命，比方滿清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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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體不好，我們便革他的命，重建中華民國的民主國家。」

問：「既然如此，為什麼說，『反對放腳，就是反革命』？難道說

放腳也是什麼「政體」不成！」

答：「放腳固然不是什麼政體，但是『反對放腳就是反革命』，這

『革命』兩字，乃是根據革命的廣意的解釋來的。」

問：「怎麼叫做革命的廣義解釋呢？」

答：「⋯⋯革命含有一種將惡的、舊的、不適宜於現在環境的需

要的一切、一切，盡行革去，而另外造成或建設一種新的、

合現在需要的新環境的意思。好比纏腳是一件最不人道的惡

風俗、舊習慣，他的害處，不但足以損傷自己不說，還可以

遺害到國家種族上去，我們若不將這種惡風俗革去盡淨，不

久我們的國家就要滅亡，所以反對放腳，就是不革命，不革

命就是反革命⋯⋯這一切不適於現代潮流的，我們都要以革

命的手腕，將他推翻打倒，這就叫做革命的廣義的解釋。」

（《叢刊》：370）

革命的概念在晚清時期原是相對於漸進式的改良主義，但到了民國時

期，在動盪時局裡，「革命」被當成救亡圖存、實現國家目標和推動社會進

步的「唯一、根本手段」，同時，如同劉恆妏（2008: 286–287）指出的，「『反

革命』逐漸被建構成為一種『惡』，隨即升級為『罪』；革命的論述日趨真理

化、神聖化、正義化，變成專斷的、暴力的、非黑即白的主流政治文化用

語」，各政權爭相指控對手勢力為「反革命」，以此「削弱對手、甚至剝奪對

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終演變成血腥屠殺與軍事較量」。因此，當放足與革命

扣連在一起時，纏足一變而成為革命的敵人，不但要「革去盡淨」，還「要

以革命的手腕，將他推翻打倒」，也就是說，纏足與所有革命的對象—政

治上的國體╱政體、軍事上的軍閥、土匪和紅槍會，文化上的宗教迷信，生

活行為上的烟賭嫖，以及身體上的蓄髮與纏足—盡成革命者的敵人與敵

體。纏足也就是在這個脈絡下，以惡風俗之姿，被打入「反革命」的陣營，

成為革命軍北伐路上的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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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權也是一種法西斯政權，認為「國家」對於人民的生活，具有完

全的責任，同時也擁有積極的指揮權力，而不僅僅扮演消極的保護角色。以

馮玉祥政權來說，雖然本身是一種軍閥政權，但他以革命者自居，所推行的

政策，往往也以革命手腕雷厲風行，以求畢其功於一役。除了講求軍政、吏

政、財政的改良之外，風俗文化方面，只要是他認定為「舊思想、惡習慣」

者，均為他打擊的對象：「舉凡昔日之不良風俗，惡劣習慣，均須一律鏟除」

（馮玉祥，1992: 385）。例如「破除迷信」一事，在身為基督徒的馮玉祥眼中，

中國各種傳統宗教行為幾乎無不為必須革除的「腐朽」和「廢物」。1928年

2月，馮玉祥明令處置寺廟財產，將各縣寺觀廟宇改建為兵房，以寺產或廟

產辦理學校、工廠等，開封之相國寺、龍亭、救苦廟則改為公園、市場及救

濟院（鍾艷攸，1995: 171），還把全市有關占卜、命相、風水、神壇的工作

者七、八百人集中起來，嚴加取締（程有為、王天獎編，2005: 310–311）。

馮玉祥是基督徒，對於宗教活動，他認為凡是藉宗教吃飯的，包括和尚、道

士、牧師在內，都是「吃教派」，而藉著加入教會，恃勢欺壓鄉里者，是「恃

教派」，至於「利用基督教博愛、犧牲、勤儉等等之真正精神者，以改造自

己，團結團體」，於濟世救國有幫助的，則謂之「用教派」（馮玉祥，1992: 

363）。當然，馮玉祥本人以用教者自居。他曾對部屬說道，「該教亦自有其

特長，如提倡博愛、犧牲、不吸烟、不喝酒、不嫖賭、小兒讀書、女子放足

是也」（馮玉祥，1992: 398），他覺得「用這種教會的辦法，慢慢的改造社

會，比沒有什麼具體辦法的要好些」（李泰棻、宋哲元編，1978: 426）。

改造社會首先要把人民的生活塑造為需要被改造的對象，從這個角度來

說，馮玉祥政權承襲了清末的「新民」、「軍國民」、「國民革命」思潮，並與

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的「新生活運動」有著一脈相連的論述。黃金麟

（1998: 164）認為，新生活運動基本上是國民政府在無法克服快速綏靖地方、

發展國家經濟等難題時，所採取的迂迴路徑，將種種建設國家的難題轉嫁到

人民的個人生活與身體，為此，國家不惜「醜怪化」人民既有的生活樣貌，

讓他們的身體和生活承擔國家興亡的責任，同時也使國家擁有「干預個人身

體養成和生活習性的合理化藉口和平臺」，並對舊式生活進行討伐，從而證

成「國家」存在於個人、家庭與常民社會之上，有權定義何謂「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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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舊習慣惡風俗，以及「合乎時宜」的「新」生活。新生活運動以人民的身

體與生活為敵，進行各種監管與懲罰的手段，而馮玉祥在河南施行的放足運

動，相當程度也是如此，對他來說，放足就像推倒寺廟、神像一般，透過國

家權力，立即可將「無用的廢物」改造為有用的、生產的新身體和新生活，

當遭遇「頑固抵抗」時，便以革命的手段處理。纏足的身體在日趨激進的放

足運動中，逐漸被定義為抗拒社會改造的敵對存在。於是，1927–9年間在河

南風風火火展開的放足運動，有意無意地把纏足打造為「政體與身體」的二

合一敵體，使得剿匪與放足在形象上逐漸模糊，因為阻礙放足的，不僅僅是

頑固家長，還有各種被認定為「反革命」的實存勢力。馮玉祥和放足處官員

天真地相信「放足之事，輕而易舉」（《叢刊》：64），因此反放足者的頑抗出

乎他們的意料之外，然而究其實，這正是革命政權不斷將纏足敵體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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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footbinding liberation movement in Henan province under the rule of Feng 
Yuxiang, 1927–1929. Using primary data such as official documents and publi-
cations, diaries, memoirs, chorographies, and so on,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we 
start at discussing an incident where officers of the Bureau of Footbinding Lib-
eration (fangzu chu), an ad hoc department Feng set up for anti-footbinding 
affairs, were violently and cruelly killed by hostile troops in western Henan, 
and then we examine the Bureau’s administrative strategies and their social 
consequences. It was impossible to change the tradition with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punishment, however. At the end, we conclude that Feng’s warlord 
regime failed in footbinding goverance because it tended to see its people who 
resisted the anti-footbinding efforts, together with its military rivals who were 
in doubt about the “revolutionary” gender order, as the enemies of society.

Key Words: Feng Yuxiang, the footbinding liberation movement, the 
Bureau of Footbinding Liberation (fangzu chu), warlord 
regime, body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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